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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聚焦

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建设
余源培

(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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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意识形态的“虚幻”化现象。网络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随着“综合国力”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出而更加突出。
搞好新媒体的意识形态建设，需要有针对性地认识新媒体的特点。为此，要依靠全体人民，重视对社会心理的分析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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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信息的获得及社会交

往。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
“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 P743)。从历史上
看，传播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如同人类
生产活动的形成与发展依赖于生产工具一样，人类社

会传播的形成与发展依赖于传播媒介的形成与发展，

传播媒介的不断更新与创新大大提高了人类社会的传

播能力。最初原始人是靠自然肢体的动作来进行早期
智慧意识的交流与传播，继之产生了语言，遂开始采用

声音作为交流与传播的手段，极大地扩大了人类意识

交流与传播的层次和范围。传播媒介的第二次飞跃是
文字的产生，有了记载功能后，人类社会群体间的交流

大大超越了已往传播原始条件的时空限制。传播媒介
的第三次飞跃则是印制传媒的出现，主要是书籍、报
刊、印刷品等，它们使信息得以比较稳定地传播和传
承。当今随着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人类的
传播媒介更是获得了空前的创新，这就是从电制传媒

( 收音机、电视、电台等) 到电子传媒的快速发展，网络
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新媒体。
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新媒体给现代社会、国家、政

党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其深刻的革命性变化，

并成为人类文明有史以来发展最快、影响深广的强势
媒体，必将越来越大地影响着人类文明未来的生存和

发展。阿尔温·托夫勒等人认为:“承认这一历史事实
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将生存下去，为我们的后代塑造未

来。而那些拒绝承认这一历史事实的人将被冲进历史
的阴沟里。”［2］( P6) 自从 2008年 IBM提出“智慧地球”概
念之后，“智慧城市”在西方国家的建设已形成大趋势。
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智慧地球”将有助于美国“巧实
力”战略的开展，并试图一直保持其在这一领域的领先
优势。截至 2011年 9月，中国已有九十多个城市( 区)
将“智慧城市”列入“十二五”规划或制定了实施方案，
以综合利用各类信息技术和产品，并以实现“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互动化、协同化”为特征。然而，从总
体上说，人们对这一大趋势的认识还大体停留在工具

理性( 技术层面) 阶段，存在着两种有待克服和解决的

倾向:其一是忽视新媒体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相信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 其二是面对新媒体所带
来的诸多问题，显得过分紧张，甚至有时显得不知所

措。
托夫勒所言的“政党和政治运动”，按照马克思主

义的观点，其核心是国家政权问题，其灵魂是意识形态

问题。这两者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彼此密切联系而
不可分离。这里所谓意识形态，即指自觉的文化形态，

821



大致包括如下内容:①政治法律思想，即对社会管理和
控制进行理论概括的意识形态;②道德，即通过行为规
范和伦理教化来调整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
意识形态;③艺术，即用形象思维表达人们对社会生活
的理解、人生情感体验和价值追求的意识形态;④宗
教，即一种信仰超自然神秘力量的意识形态;⑤哲学，
即以最普遍、最抽象的形式，从根本上关注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最一般关系的意识形态，等等。
任何一个阶级或社会阶层、社会群体若要维护国家政
权和社会的稳定，均须借助各种媒体来宣传代表其根

本利益诉求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传播从来就是
媒体传播，自然也是新媒体传播的重要内容。在现代
西方社会，利用网络新媒体进行政治活动已成为常态。
例如，在 2008年美国大选中获得胜利的奥巴马，就因其
竞选团队对网络新媒体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运用，而被

誉为“互联网总统”。在国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
所拥有的网络优势，力图输出其意识形态，以图谋实现

其全球政治霸权和“道德领导权”。这种现象被一些学
者称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如苏利文认为:“文化
帝国主义———指的是来自发达国家与支配者利益相关
的文化价值或观点的商品、时尚或生活方式等流向发
展中国家市场，创造出某些特定的需求或消费形态，而

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国( 主要

是西方) 文化的侵害、取代或挑战，受支配程度越来越
高的状态。”［3］( P110) 约翰·汤林森则将“文化帝国主义”
定义为:“运用政治和经济权力，宣扬并普及外来文化
的种种价值和习惯，牺牲的却是本土文化。”［4］( P5) 其特
点是可以渗透到各国或地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

层面，影响众多的受众体，使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某些西方大国甚至直接利用意识形态宣传在一
些国家或地区制造政治动荡、社会动荡及有利于自己
国家利益的政权更替。
事实已经说明，意识形态会赋予网络传播不同的

社会属性，调控其社会功能，规定其发展方向，而且从

内容上说，尽管新媒体传播的信息纷繁多变，涉及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娱乐等社会和个人生活领
域，但基本上还是以不同的方式传播着某种特定的意

识形态，起着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发挥出“正能量”或
“负能量”。因此，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是一种有力
和有效的传媒工具，怎样使用它，给社会带来福祉还是

灾难，完全取决于使用它的人及指导其行动的思想方

针。对于这个问题，需要意识形态的介入才能解决。

二

进入 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手机和网络用户以

超乎想象的速度迅猛发展。由于从思想上比较重视网
络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国政府采取支持“正
视、重视、顺应、引导和利用”的办法，中国的网络发展
基本上是正常的。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主要体现
在: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二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核心价值; 三是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四是社会主义的荣辱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下，新媒体

在中国已成为推进社会发展和成长的不可替代的新生

力量。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新媒体的社交功能进一步
强化。即时通信成为互联网第一大用户，数量已达到
4． 15亿人。此外，与社交相关的微博热兴，社交网站用
户也在不断增加。二是新媒体的思想表达和公民民主
参政议政功能明显提升。到 2001年 12月，中国微博用
户猛增至 2． 498 亿，成为“微博”世界第一大国。三是
新媒体的商务应用发展迅猛。如网上购物、网上支付、
网上银行、网络团购等均增长明显，虚拟经济行为日益
趋于主流化。四是新媒体的文化、娱乐、教育功能稳步
拓展，网络阅读、网页游戏、网络教育进一步发展，新媒
体已成为重要的大众文化与娱乐、教育平台。
在肯定成就的同时，更要看到问题的存在。首先，

在金钱资本和权力的双重挤压下，市场功利主义得以

在网络空间中盛行。理想信念的缺失使得一些落后的
甚至是腐朽的意识形态得以滋长，如极端个人主义、拜
金主义、享乐主义、崇洋媚外、封建迷信、诚信缺失，谣、
假、黄、毒等“信息污染”严重。其次是过分的数字化娱
乐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美国传媒思想家麦克卢汉
认为，我们已进入一个“娱乐至死”的可怕时代，其特点
是:抽空思想，从内容走向形式，以至于消解精神走向

低俗;与此同时，一种畸形的消费价值观被极力渲染。
再者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事实说
明，中国新媒体空间的健康发展有待进一步探索管理

和治理之道，这必须与意识形态安全相联系，加以全面

思考和系统运作。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 如何看待网络时代意

识形态的“虚幻”化现象? 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论任何
意识形态在根本上都是“虚幻”的东西，从来都是颠倒
地反映社会现实，因而无一例外地具有欺骗性，统统应

当予以拒斥或淡化。这种看法到底能否成立呢? 试分
析如下:

自从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在 19 世纪初首先提
出“意识形态”概念，并将其归结为揭示人们偏见根源
的“关于观念的科学”之后，这一概念就在多种含义上
被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
“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照相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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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是倒现着的”，但又明确指出，这种现象“是从人们
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是基于一定生产力发展的
对抗性生产关系所导致［5］( P29—30)。他们将“虚幻”性特
定用于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和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

其主要表现为极力使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获得“独立
性的外观”，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
的普遍利益，抽象地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

以达到掩饰其阶级本性的目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虚
幻”性表现在，其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幻”性，通过批判达
到“祛蔽”之目的，是为了创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
主义的意识形态，用以指导人类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科

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他们的众多著作中，意识形态
是一个与经济形态、政治形态相对应的唯物史观的普
遍哲学范畴。
因此，从本质上说，不能将“虚幻”性任意泛化到马

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是，由于人类社会
分工条件下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必然存在的矛盾，“正
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对他们说来
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

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
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6］( P85)。这样，公
共利益就被视为一种“虚幻”的异己的共同利益而存
在。应当承认，中国由于曾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从根本
上缺少民主和法制传统，加上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存在

的负面效应，社会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各种“异
化”现象，尤其是劳动异化、权力异化及人们社会关系
的异化。这必然在媒体上会有所反映，有时甚至会被
人为地渲染和扩大化。这就产生了媒体中的意识形态
“虚幻”化现象，其具体表现是:脱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将某些特权阶层的利益打扮成社会共同利益;理论

脱离实际，宣传内容与实际做的不一致;网民不能及时

得到真实可信的信息，有时甚至被欺骗和愚弄;颠倒社

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不懂得意识形态领域的问

题归根结底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一相情愿地粉饰太平，

回避现实社会矛盾及工作实践中的某些失误和失策;

单一、单向地进行形式主义灌输，不顾社会实际效果;
垄断“话语权”和“评断权”，等等。但这些现象并不能
成为淡化意识形态的理由，相反，只能鞭策我们更好地

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人民性与科学性

的统一，加强和改善新时期媒体的意识形态建设，这样

才能克服和减少意识形态“虚幻”化现象，保证新媒体
的健康发展。

三

虽然葛兰西早就提出和强调“文化领导权”，认为

“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
‘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7］( P38) ，但网络时代
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却随着“综合国力”和“国家软
实力”的提出而显得更加突出。“综合国力”概念，在
1980年代开始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美国哈佛大学教
授约瑟夫·奈明确将综合国力区分为“硬权力”和“软
权力”。所谓“硬权力”，是指依靠经济和军事实力支配
的力量，这种“命令式的实力主要靠诱惑( 胡萝卜) 和威
胁( 大棒)”。“然而，除此而外，还有一种间接运用力量
的方法”，它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其特点是“使人随
我所欲”，“这与用主动命令的方式使他人随我的意志
而行动的实力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认为，这就是
“软实力”，主要“来源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
力，以及国际机构准则和制度”［8］( P160)。在此基础上，约
瑟夫·奈于 2004年出版了《软实力———国际政治的制
胜之道》一书，正式提出“文化软实力”概念，特指一个
国家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决策及行动的能力，其力

量源泉主要基于由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认同感

而产生的亲和力、吸引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与以“施
压”为特征的经济和军事硬实力相区别，文化软实力是
依靠“吸引”及“同化”而得到人民和别国的自愿认同，
其作用是历时性、弥散性和隐性的。
网络如今已经是超越国土疆界、全球通达的传播

媒介，也是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重要渠道。国家意
识形态安全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事情，需要执政党、政
府、公民和网络管理部门的协同合作，形成合力。其核
心是解决“我们是谁”的“身份认定”问题，从而使人获
得一种对祖国和社会的“共同家园”的认同感与亲切
感。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
认为:“人民和民族都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
的问题:我们是谁?”［9］( P6) 这是国家认同、社会认同、民
族认同、文化认同及价值认同的关键所在，也是意识形
态凝聚人心、集中民智和发挥人力的关键。这将从根
本上有助于人们培养健康、科学、文明的网络活动的思
维方式和心理结构。
对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可以从几个相关的层次

加以思考:一是国家层次。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高度
维护国家统一及民族团结是事关全局的大事。邓小平
指出，在新时期，“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
尊心和自信心”，从而使全体中华儿女都“以热爱祖国、
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

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0］( P369)。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要求我们敢于理直气壮地反对敌对

势力分裂国家和民族团结的一切图谋。二是权力层
次。国家政权的稳定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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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因此，必须维护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必
须维护和改善政府的良好形象，必须维护和改善党群

关系与干群关系，必须维护和改善权力与权利的正常

关系。对此而言，新媒体应努力保护和引导对各级权
力运行的监督，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三是社会层次。
全社会的稳定、和谐、健康、科学发展是人民利益的根
本要求，新时期经济多元化，故社会利益主体日趋多元

化，不可避免会存在各种复杂的矛盾与不同利益方的

博奕，新媒体应及时引导矛盾的缓和与解决，疏缓而不

是激化矛盾，更不可违背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去制

造矛盾; 应更加注重发挥法制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

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推动社会公平
正义。四是国民层次。党和政府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
广泛的民主权利及自由，使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更公平

地惠及全体人民，保护和调动全体国民政治参与的主

动性、积极性，切实拓宽利益及意见的表达渠道和平
台，凝聚民心，集中民智。同时，引导网民树立并践行
社会主义荣辱观。

四

搞好新媒体的意识形态建设，需要认识新媒体的

以下特点:

一是敏感性和快捷性。网络信息不是“静态”的，
而是“动态”的;不是“线性”的，而是具有“不确定性”。
据 2012年中国舆情蓝皮书可知，当前社会敏感事件和
一些案件主要是由媒体首先发现的，其中过六成是由

新媒体首次曝光，近三成是由传统媒体曝光，如“郭美
美”事件、故宫“十重门”系列事件、“地沟油”和“染色
馒头”事件、浙江“吴英非法集资案”、湖南“上访妈妈唐
慧案”等。新媒体在舆论监督、公众反腐败、传达社会
温暖、关注社会公平正义和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等方面
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当然，新媒体上也由于无序化而
存在大量的谣言，充斥着不少假、丑、恶的东西，甚至有
境外敌对势力的恶意煽动。对于新媒体的“负能量”的
危害性，我们绝不可麻木不仁，更不必悲观失望，只要

努力将新媒体向积极、健康、理性、科学的发展方向引
导，其完全可以与传统媒体一起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文

明进步的强大的舆论引擎。
二是大众性。网络时代告别了哲学家卡莱尔所谓

的英雄时代，公众得以广泛地参与人类社会历史文明

发展进程。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需要以网络时代
的这种大众性为出发点，更好地体现人民创造历史、书
写历史的意志。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网络时代的这
种公众性，由于其固有的自我性、随意性、多样性、零碎
性，又在一定程度上会表现出与主流意识形态有所不

同的某种异质性，有时难以为官方意识形态所控制，从

而增加了网络管理上的难度。这是需要特别加以关注
的。网络造就了大众传媒时代，大众的情绪、认知、态
度对社会的作用及反作用都会越来越大。网民海量的
点击率和跟帖，形成了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进而形

成一种合力，体现出网络社会公众的某种集体情绪或

意识。为此，应善于抓住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正确引
导网络时代的精神世界。如果只是消极地设防，则不
仅防不胜防，而且是防不住的。
三是互动性。新媒体意识形态传播的特点是双向

互动或多向互动，而不是简单的单向灌输和传播。网
络时代的意识形态往往存在着三个层次的结构: 代表

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专家和知
识分子、广大的社会公众。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缺少三
种层次之间的良性互动。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官方
往往以意识形态的最高评判权威自居，低估大众的认

知能力;专家和知识分子往往陶醉于拥有“知识特权”、
“话语优先权”，且常常会用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问题，
似乎自己是教育者，公众只是受教育者和接受器。然
而事实说明，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依靠公众及公民社

会平台而存在和发展，一旦脱离公众及公民社会平台，

就有可能成为自说自话的“独白”，就会失去说服力和
生命力。尽管官方拥有政治权力，专家和知识分子拥
有“知识特权”和“话语优先权”，如果不善于平等地与
公众进行良性对话，只想如何控制公众，有时反而会造

成一种社会逆反心理。
四是主体性。网络的普及大大提高了每个人参与

社会生活的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公众会不满足于某
一种信息，不满足于被动接受，希望通过网络及时地获

得更多不同的信息，并通过微博发表自己的看法，对问

题进行反思或批判性思考。由于网络具有前所未有的
开放性，而且现实生活中不同主体之间利益的差异致

使其不可能共享均质的同一资源。这样，人们就会选
择不同、看法相异、需求不同、诉求各异，这是不能强迫
的。这就形成了新媒体交流的私语化倾向。所以，一
定要对于网络信息和言论的多样性有更多的包容与理

解。包容对于执政党来说，意味着涵盖和协调社会政
治共同体内部各种利益主体之需要及充分利用有益于

事业发展的诸国际因素的性质与能力，从而保证政治

共同体的稳定，促进国家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以实现

其特定的政治任务和社会发展目标。
五是社会性。网络具有虚拟性，但其总是这样或

那样地反映着现实的社会关系，其中包括片面的甚至

歪曲的反映。社会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社会存在的
一定反映。网络上的各种不健康现象及其表现，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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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或那样地反映出社会的一定病症。正如托夫勒所
言，信息“消费者开始像他们曾经一度收集物品那样，
有意和热情地收集体验”［11］( P233)。建设好网络的主流
意识形态，归根结底首先要解决好社会问题，让广大民

众更满意。

五

做好新媒体的意识形态建设，最重要的有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依靠全体人民。网络时代的公众既是传媒的
接受者，又是传媒的建设者、参与者; 既是意识形态传
播的客体对象，又是意识形态传播的主体群体。就此
而言，新媒体可以成为大力推动民众政治参与和构建

中国式纵向民主的有力工具。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政
治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政治参与报告( 2012)》，有
71%的受访问者同意“即便我不了解政策内容，我也会
按政策要求去做”，但“实际政策参与”的得分率仅仅为
11． 00%，显示当前中国公民的政策参与有待提升。这
应当成为新媒体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重视对社会心理的分析与研究。新媒体的特

征是可以极大地激发网民信息生产的潜力，且使其往

往成为舆论发布的集散平台及舆论引导的先发场所。
网民大多是以自身利益和认知为出发点，通过在新媒

体上生产、传播、评论信息，表达自己的情感、情绪、愿
望和诉求。网络所反映出的社会心理虽然是零碎的、
情绪化的，但其中蕴含着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动机、社会
态度和价值取向。因此，新媒体的意识形态建设尤其
要特别关注人们的各种心态和不同利益诉求及价值取

向，加以积极、合理、科学、理性的引导。

三是有意识、有计划地引导与提高网民的综合能
力和综合素质，包括认知力、道德力、判断力、公平正义
感、社会责任感、公民权利与义务等。网络信息是流动
的、大量的，在“信息膨胀”和“信息污染”的情况下，常
常是真伪莫辨。每一个网民都面临着如何去粗存精、
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问题，所以对于新媒体而言，需
要健康、长期良性的生长氛围，更需要包容精神，让网
民在不同声音中辩别，在多元观点中进行自由对话和

自觉选择，达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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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Media and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YU Yuan － pei

( School of Philosoph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New media develops very fast，and network technology constitutes a new ideological and cultur-
al fronts and political struggles positions． The idea of value neutrality is wrong and so is a laissez faire at-
titude，but we should have a correct view of“unreal”phenomenon． The importance of security is becom-
ing more prominent with the increasing of“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and“national soft power”．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media，we must rely on all the people，emphasis on psycho
－ soci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so as to improve the capacity and quality of netizens．
Key Words: new media;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national soft power; dissemination; control

［责任编辑、校对:何石彬］

231

河北学刊 2013·1


